
企业管理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

———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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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局部均衡贸易模型构建了企业管理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与企业出口的分析框架, 并利用 200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

据, 从企业内部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 (1) 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与出口产品质量; (2) 随着企业 TFP 的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和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随之减弱; (3) 仅中低技术企业的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了

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其它类型则不明显; (4) 提升企业可变成本与降低固定

成本是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主要作用渠道; (5) 绿色

TFP (GTFP) 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6) 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的提升

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 且随着企业 TFP 的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

对企业存续时间的提升效应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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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国际贸易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 国际贸易理论

从早期以研究产业间贸易为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 到以研究规模经济、 异质产品和

相对收入等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为对象的新贸易理论, 再到如今以企业异质性为依

据的企业行为及其影响为对象的新新贸易理论, 将研究对象从产业层面逐渐细化到

了企业层面, 丰富了不同结构层面的异质性行为及其效应观察视角。 同时, 在新新

贸易理论中, 企业是否出口取决于其生产率水平 (Naudé
 

et
 

al. , 2013) [1] , 企业出

口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又与企业异质性特征相关 ( Orts
 

and
 

Martí, 2018) [2] , 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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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作为企业内部异质性的特征之一, 其实践能力通常也取决于商业环境和学

习能力的溢出效应 (Bloom
 

et
 

al. , 2019) [3] , 并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决策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Yalcin
 

and
 

Sala, 2011) [4] 。
从实践经验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成为全球第一出口贸易大国。 如今, 我国制造业

在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高达 95%以上, 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奠定了对外贸易高

速发展的动力之源。 然而, 我国制造业企业多数从事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加工组装

环节, 处于 “低端锁定” 和出口增加值率较低的发展阶段, 造成这一 “短板” 的

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制造业企业中的管理能力不足。 因此, 本文从微观角度进一步深

入探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不

仅可以深化对企业异质性的认识, 更是对现实需要的理论回应。
本文基于 Manova

 

和
 

Yu (2017) [5] 和 Bloom
 

等 (2018) [6] 的局部均衡模型,
构建了基于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企业出口的新的分析框架, 并利用 200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 从企业内部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希望以此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制造业

攀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促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理论认识, 得出从企业管理能

力突破、 实现企业生产率提升以促进出口贸易竞争力跃升的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较为紧密的文献主要有两类。 一是由企业异质性表现的出口效应及影响

因素, 二是企业异质性、 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企业异质性对

于理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至关重要 ( Bernard
 

and
 

Jensen, 2004[7] ; Eaton
 

et
 

al. ,
2004[8] )。 首先, Bernard 等 (1995) [9] 较早考察了美国企业出口现象, 发现仅一

小部分企业从事出口活动, 所表现出的特征为较大的企业规模、 更高的员工薪酬以

及更加娴熟的技术水平。 之后, Bernard 等 (2003) [10] 也发现拥有较高生产效率、
较大规模和面对较少竞争摩擦的部分企业多会从事出口, 而另一部分则会转向内销

或非贸易生产活动。 与此同时, Melitz (2003) [11] 认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存在一定

的沉没成本, 该因素是决定企业出口行为持续能力的重要依据, 且在企业出口决策

中, 企业异质性、 沉没成本和空间集中度对于塑造企业出口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

(Yi
 

and
 

Wang, 2012) [12] 。 李坤望等 (2015) [13] 从比较优势差异化的视角出发,
发现企业对出口的倾向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信息化密集度。 而亢宇君和刘晓辉

(2019) [14] 认为, 企业出口并非总是依赖企业异质性所表现出的比较优势, 如企业

出口产品分散化仅仅提高了企业广延边际, 但并未对企业集约边际发挥作用。 此

外, 企业出口行为及其绩效还会受到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 (易靖韬, 2009) [15] 、
特定产业和区位因素 (Roberts

 

and
 

Tybout, 1997) [16] 、 参与国际合作 ( Castellacci,
2010) [17] 等外部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一般而言, 选择从事出口贸易的制造业企业中, 企业异质性和生产率对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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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且贡献程度不一 (赵鹏豪和王保双, 2016) [18] 。 其中,
外资企业要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出口倾向, 且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更高 (Cole

 

et
 

al.
 

2010) [19] 。 而在服务业企业中, 企业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对服务业企业出口同

样表现出明显的促进效应 (李磊等, 2017) [20] 。 与之不同的是, 部分学者认为并非只

有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有可能选择出口,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所处的位置:
处于跨国边界地区的企业出口可能性较高且拥有较高的企业生产率 (Brakman

 

et
 

al. ,
2020) [21] , 且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企业出口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抑制 (闫周府等,
2019) [22] 。 另外, 企业出口决策也会受中介因素的影响。 其中, 沉没成本和企业异质

性因素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Padmaja
 

and
 

Sasidharan, 2017) [23] 。 出口企业通过降

低进入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沉没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 从而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出口

市场中的存续时间, 即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概率 (李行云等, 2018) [24] 。 而段

文奇和刘晨阳 (2020) [25] 认为, 企业出口不应只靠企业生产率来推动, 还需着力降

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并发挥其积极的中介效应。 另外, 在与本文研究出发点类似

的文献中, Martinez
 

和
 

Sánchez (2019) [26] 认为, 企业管理水平越好, 生产率越

高, 就越有利于企业参与 FDI; 且出口企业拥有的高级管理团队 ( TMTs) 越多样

化, 越能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 ( Lohrke
 

et
 

al. , 2003)
 [27] 。 可见,

企业管理能力对于企业应对营商环境变化、 提高生产率和增强竞争能力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 从企业管理能力角度探讨企业内部异质性, 进而解释制造业企业出

口行为决策的成果尚不多见。 本文由企业管理能力入手, 考察企业异质性来源并开

展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研究, 其可能的创新和贡献是: 第一, 通过构建局

部均衡模型, 将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纳入模型作为企业选择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
揭示了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微观机制; 第二, 相比已有文献,
本文量化了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第三, 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管

理能力对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变动的影响, 以检验其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
丰富了该主题下机制内涵的研究; 第四, 从绿色 TFP ( GTFP) 的视角扩展了对企

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第五, 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对企业存续时间的

影响。 本文的研究和结论不仅为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

释, 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管理能力建设和提升生产率、 促进产业与贸易结构转型升

级提供了微观决策参考和宏观理论指导, 还在一定程度上, 拓展并丰富了学界关于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 消费者与偏好

假设贸易市场中包含本国市场 d 和国外市场 j ∈ {1, 2, …, J}, 且 J 为出口

到国外市场的集合体。 本国市场 d 中不同企业会提供具有水平和垂直差异化特征的

产品, 且企业仅在能够获取目的国市场潜在利润的前提下才会选择出口。 假定消费

者对不同产品需求具有多样性偏好, 此时国外市场 j 中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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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弹性 (CES) 的效用函数, 其形式为:

U j = ∫
i∈Ωj

(q jix ji) αdi[ ]
1
α 　 　 　 0 < α < 1

 

(1)

其中, i 代表本国市场 d 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 j 的产品; Ω j 为被国外市场 j 消费

的产品 i 的集合; q ji 和 x ji 分别代表国外市场 j 中消费产品 i 的质量和消费数量; α
代表不同产品之间替代弹性 σ 的一个参数, 即 σ ≡ 1 / (1 - α) > 1。 设定国外市场

j 的总支出为 R j, 那么国外市场中对于产品 i 的需求形式可表示为①:
 

x ji = R jPσ-1
j qσ-1

ji p -σ
ji

 (2)

式 (2) 中, P j 是国外市场 j 质量调整后的名义总价格指数, p ji 代表对应该出

口产品的价格。 名义总价格指数 P j 可表示为:
 

P j = ∫
i∈Ωj

p ji

q ji
( )

1-σ

di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1-σ

(3)

式 (3) 中, 产品质量被定义为②: 任何产品特质 ( Product
 

Attribute) 且不能

够直接观察到, 包括客观特质、 主观偏好或其他需求冲击, 即在给定产品价格的情

况下, 该特质可以增加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出口产品质量测度可通过式 (2)
来完成, 将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σ - 1)lnq ji + lnR j + (σ - 1)lnP j = lnx ji + σlnp ji
  (4)

式 (4) 中, 出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可以直接被观察到, 以此来测度本国出口到

国外市场 j 中的不能被直接观测到的出口产品质量。 R j 和 P j 是国外市场 j 中的总支

出和名义总价格, 且不随产品种类需求变化而发生改变, 进一步可以求出出口产品

的质量信息 (Khandelwal
 

et
 

al. , 2013) [28] 。 具体处理过程见下文的出口产品质量

测度部分。
(二) 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出口行为

国内出口企业的目标是: 如何在国外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即企业需要考虑将何

种产品出口到哪个国家以及出口价格是多少等问题。 鉴于此, 企业出口需满足的前

提假定条件为: (1) 本国企业进入市场需要承担 fe >0 单位的沉没成本, 如企业研

发及品牌宣传等投入; (2) 企业 TFP 和产品质量具有事前不确定性 ( Ex-ante
 

Uncertainty), 即只有在完成生产后才能决定企业是选择退出还是进入市场并出口;
(3) 企业一旦具备进入市场条件, 那么企业就会专注于管理能力 φ ∈ (0, + ∞ )
和产品专业技术水平 λ i ∈ (0, + ∞ ) 上, 且产品 λ i 符合标准正态分布; (4) 企业

需要承担生产和销售中的总固定成本 fh 和提供单位产品产生的间接固定成本 fp (以

单位劳动来度量); (5) 管理能力不同的企业将会选择生产具有异质性的产品;
(6) 进入国外市场 j 均会产生额外的总服务成本 fhj, 比如遵守海关安检和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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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推导过程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当产品特质由内部异质性决定时, 依然不影响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证明过程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7) 国内出口产品中包含了 “产品—目的国” 特定的固定成本 fpj, 比如满足国外

产品消费的定制标准及广告宣传等; (8) 存在国内产品向国外出口过程中的可变

运输成本, 即交易 1 单位产品就会产生 τ j >1 单位 (标准形式) 的贸易冰山成本
 

(Iceberg
 

Cost)。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假定, 我们从国内出口产品中包含的产品质量信息角度来考

察企业出口的行为动机。 国外市场中企业的总支出 R j 和总价格指数 P j 是给定的,
且在完全市场竞争和产品连续分布的情况下, 出口企业能够获取 “产品—目的国

市场” 的最大化利润 (Eckel
 

et
 

al. , 2015) [29] 。 同时, 借鉴 Manova
 

和
 

Yu (2017)
的思想, 将企业 TFP 视为企业管理能力 φ 与产品专业技术 λ i 乘积的形式, 即 TFP i

= φλ i(φλ i > 1), 并假定企业生产 1 单位的产品需要投入 (φλ i)
-δ 单位劳动 (假定

工资率为 1), 参数 δ ≥ 0 决定了对 TFP 的影响程度, 即企业 TFP 越高, 单位劳动

投入越低, 且劳动投入内生决定了最终品的生产率。 另外, 企业生产率 δ ≥ 0 也内

生地决定了企业出口的单位产品质量, 即 qi(φ, λ i) = (φλ i) θ, θ > 0, 此时企业生

产 1 单位产品质量需要投入的单位劳动成本为: w i = (φλ i) θ-δ =(φλ i) θ ×(φλ i)
-δ,

这意味着产品质量越高, 其投入的单位成本越高, 因为质量越高的产品, 中间投入

的工艺越复杂; 参数 θ 反映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高低: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可

以将其视为产品质量差异的效用大小; 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 可以将其视为产品质

量差异的报酬水平。 因此, 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 j 所获得的利润需满足的条件为:
拥有管理能力 φ 的企业生产具有专业技术 λ i 的产品, 即企业 TFP 为 φλ i, 生产投

入的单位成本为 (φλ i) θ-δ 且递增。 则企业利润形式为:

max
{p ji, x ji}

πji(φ, λ i) = p ji(φ, λ i)x ji(φ, λ i) - τ jx ji(φ, λ i)(φλ i) θ-δ - fpj

s. t. 　 x ji(φ, λ i) = R jPσ-1
j [q ji(φ, λ i)] σ-1[p ji(φ, λ i)] -σ{ (5)

对式 (5) 利用拉格朗日求导法, 可以求出①:

　 p ji(φ, λ i) =
τ j(φλ i) θ-δ

α
, x ji(φ, λ i) = R jPσ-1

j
α
τ j

( )
σ

(φλ i) δσ-θ

　 　 　 q ji(φ, λ i) = φλ i( ) θ, p ji(φ, λ i) / q ji(φ, λ i) =
τ j(φλ i)

-δ

α

　 　 　 r ji(φ, λ i) = R j

P jα
τ j

( )
σ-1

(φλ i) δ(σ-1) , πji(φ, λ i) =
r ji(φ, λ i)

σ
- fpj  (6)

式 (6) 中等号左边符号的含义依次代表: 产品价格 p ji、 产品数量 x ji、 产品质

量 q ji、 质量调整后的产品价格 p ji / q ji、 收入 r ji 和利润 πji。 需要说明的是, 当企业选

择不出口时, 冰山成本 τ j = 1, 此时 “产品—目的国” 的固定成本 fpj 就与间接固定

成本 fp 相等。 进一步将式 (6) 分别对企业管理能力 φ 和全要素生产率 φλ i 分别求

偏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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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推导过程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x ji(φ,λ i)

φ
> 0,

q ji(φ,λ i)
φ

> 0,
r ji(φ,λ i)

φ
> 0,

πji(φ,λ i)
φ

> 0 (7)

x ji(φ,λ i)
φλ i

> 0,
q ji(φ,λ i)

φλ i
> 0,

r ji(φ,λ i)
φλ i

> 0,
πji(φ,λ i)

φλ i
> 0 (8)

据此, 我们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说 1: 在出口市场中, 企业管理能力越高, 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越会将更多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 赚取更高的收入和利润。 换

言之, 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不仅促进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还有利于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提高。
(三) 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企业出口行为

我们再对企业 TFP 的作用做进一步延伸。 设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ψ =
TFP i(φ, λ i) = φλ i, 将式 (7) 分别对 TFP i(φ, λ i) 求偏导, 得:

2x ji(φ, λ i)
φψ

= R jPσ-1
j λ i

α
τ j

( )
σ

δσ - θ( ) δσ - θ - 1( ) φλ i( ) δσ-θ-2

2q ji(φ, λ i)
φψ

= λ iθ θ - 1( ) φλ i( ) θ-2

2r ji(φ, λ i)
φψ

= R j

P jα
τ j

( )
σ-1

λ iδ(σ - 1) δ(σ - 1) - 1[ ] φλ i( ) δ(σ-1) -2

2πji(φ, λ i)
φψ

=
R j

P jα
τ j

( )
σ-1

λ iδ(σ - 1) δ(σ - 1) - 1[ ] φλ i( ) δ(σ-1) -2

σ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9)

式 (9) 中, 理论上我们无法判断各等式两端的具体符号。 因此, 为了进一步

判断式 (9) 中等式符号, 且遵循前文已设定的各字母含义, 即 σ > 1, θ > 0, δ
≥ 0, φλ i > 1 且 λ i > 0, 这里只需判断 δσ - θ( ) δσ - θ - 1( ) 、 θ θ - 1( ) 和

δ(σ - 1) - 1[ ] 的符合即可。 针对以上分析, 可分为以下情况进行讨论:
(1) 当 δσ > θ > 1 且σ > 1 时, 式 (9) 中各项等式的符号均为正, 说明企业

TFP 越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数量、 收入和利润的促进作用

越强。
(2) 当 θ < δσ < θ + 1 且 σ < 1 时, 式 (9) 中各项等式的符号均为负, 说明

企业 TFP 越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数量、 收入和利润的促

进作用越弱。
(3) 当 δσ > θ > 1 且 σ < 1 或 θ < δσ < θ + 1 且 σ > 1 时, 企业 TFP 对以上

指标的促进作用所表现的调节效应不确定。
考虑到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且彼此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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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具有 “此消彼长、 相互制约” 的作用, 我们猜想第 (2) 种情况更加符合企业

出口的现实预期, 以此提出本文的扩展假说 2: 在出口市场中, 随着企业 TFP 的提

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随之减弱。
(四) 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出口产品质量

由于出口产品质量不可被直接观测, 因此我们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

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延伸分析。 根据前文的式 (7) 和式 (8) 分析,
企业管理能力和企业 TFP 均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然而引入彼此之间的

交互项后, 式 (9) 中的质量方程对企业 TFP 的二阶偏导数为负, 以此提出扩展假

说 3: 在出口市场中, 随着企业 TFP 的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

作用随之减弱。

三、 数据说明、 指标测度与典型化事实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 200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简称工企数据库) 和海关

数据库合并后的出口制造业企业样本来开展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企业出口之间的

研究工作。 首先, 我们参照 Cai
 

和
 

Liu (2009) [30] 、 Yu (2015)
 [31] 的方法对数据

进行了处理。 其次, 为了减少样本异常值的影响, 我们将合并后的数据样本按 1%
的标准进行了年度双边缩尾 (Winsor) 处理。

(二) 核心指标测度

1. 企业管理能力 (manage)
企业管理能力是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外部威胁, 并识别利用外部机

遇的一种能力, 反映了在动态环境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 在组织战略和规范行为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利用两个指标来加以衡量: 一是利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

入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表示企业管理能力 (宋跃刚和郑磊, 2020) [32] , 这也是本文

进行经验分析的核心解释变量; 二是利用企业组织资本来代表企业管理能力。 借鉴

Eisfeldt
 

和
 

Papanikolaou
 

(2013) [33] 的研究, 使用衡量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累积销

售、 一般和行政
 

(SG&A)
 

费用来代理企业管理能力, 即利用 SG&A 支出中的组织

资本 Ο 来代理企业管理能力。 根据美国 GAAP
 

对 SG&A 费用的定义, 指企业在一

般业务来往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商业运营费用 (即与产品生产不直接相关的费用)。
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构建组织资本存量 Ο, 其表达式为:

 

Οit = 1 - δΟ( ) Οit -1 +
SGAit

cpit
(10)

式 (10) 中, cpit 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且式中的初始库存和折旧率需根据式

(11) 来确定, 则初始库存的表达式为:

Ο0 =
SGA1

g + δ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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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1) 的值意味着企业 SG&A 费用越高, 企业的管理质量得分越高, 从而

表明 SG&A 费用较高的企业管理能力越高。 同时根据 Eisfeldt
 

和 Papanikolaou
 

(2013) 的估计, 设定折旧率 δΟ 等于 15%, 平均实际增长率 g 等于 10%, 并将

SG&A 中的缺失值视为 0 来处理。
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本文主要借鉴 Mollisi

 

和
 

Rovigatti (2017) [34] 的控制函数法 ( 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 来测度 TFP。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跨度为 2000—2014 年工企和海关

数据库匹配合并而成的样本, 其中 2008—2014 年缺少测度 TFP 的必要指标,
 

即工

业中间投入、 投资和工业增加值, 2010 年也缺少了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 因此

考虑到本文数据样本中测度企业 TFP 指标的完整性及敏感性问题, 通过对照我们

选取 LP 法 (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 [35] 测度 TFP 作为核心指标较为合适。 同

时我们也选取了 Ackerberg
  

等 (2015) [36] 的 LP 修正法 (简称 LP _ACF) 和 Head
 

和
 

Ries (2003) [37] 测度的企业 TFP 作为备选衡量指标, 以便在计量模型中进行稳

健性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制造业行业 (CIC2 位码为 13—43),
在利用以上方法测度 TFP 时, 对部分年份缺失的必要指标则利用相近两年中制造

业行业的中值插值法来填充完成。 表 1 为采用已有方法来测度企业 TFP 而绘制的

相关系数矩阵, 其中 TFP 值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不相关的原假设, 变量

之间均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表 1　 TFP估计值之间的相关性矩阵

相关矩阵 OLS_TFP FE_TFP LP LP_ACF OP OP_ACF WRDG ROB

OLS_TFP 1. 000

FE_TFP 0. 899∗∗∗ 1. 000

LP 0. 912∗∗∗ 0. 825∗∗∗ 1. 000

LP_ACF 0. 980∗∗∗ 0. 892∗∗∗ 0. 911∗∗∗ 1. 000

OP 0. 981∗∗∗ 0. 892∗∗∗ 0. 923∗∗∗ 1. 000∗∗∗ 1. 000

OP_ACF 0. 975∗∗∗ 0. 887∗∗∗ 0. 916∗∗∗ 0. 998∗∗∗ 0. 998∗∗∗ 1. 000

WRDG 0. 204∗∗∗ 0. 197∗∗∗ -0. 169∗∗∗ 0. 252∗∗∗ 0. 222∗∗∗ 0. 236∗∗∗ 1. 000

ROB 0. 390∗∗∗ 0. 344∗∗∗ 0. 708∗∗∗ 0. 354∗∗∗ 0. 383∗∗∗ 0. 369∗∗∗ -0. 816∗∗∗ 1. 000

3. 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是遵照前文的理论框架分析并结合 Fan 等 (2018) [38] 的

需求信息推断法来完成。 其前提逻辑是: 根据出口企业提供的产品销量和价格信

息, 在假定产品价格相同的前提情况下, 认为产品销量越高, 其质量也就越高。 因

此, 我们对前文表达式 (4) 重新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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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xfijt + σlnpfijt = (σ - 1)lnqfijt + lnR j + (σ - 1)lnP j (12)

考虑到本文研究层面为 “企业—HS6 产品—目的国—年份”, 故在 (12) 中引

入了各维度符号, 并假定企业 f 在 t 年份出口产品 i 到目的国 j, 即可将表达式

(12) 转化成:
lnxfijt + σi lnpfijt = φi + φjt + εfijt (13)

式 (13) 中, 将 lnxfijt + σi lndpfijt 作为因变量, 产品效应 φi 和目的国—年份效

应 φjt 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估计, 由此得到残差值 ε^ fijt, 即 ε^ fijt = (σi - 1)lnqfijt, 则

出口产品质量可进一步表示为: qualityfijt = lnq^ fijt = ε^ fijt / (σi - 1) 。 其中, 产品替代弹

性 σ的取值是来源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39] 估算的 73 个国家 HS2 位码层面的

进口需求替代弹性, 并对接到本文 HS6 位码层面的出口产品完成①。
(三) 典型化事实

图 1 呈现了 2000—2014 年我国出口企业整体水平、 高水平和低水平管理能力

的均值变化趋势②。 从中可见, 我国整体企业管理能力呈增长趋势, 即从 2000 年

的 1. 455 提高到 2014 年的 1. 856, 增幅为 27. 6%; 高水平和低水平企业的管理能力

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 分别从 2000 年的 2. 074、 0. 610 上升到 2014 年的 2. 411、
0. 677, 增幅分别为 16. 25%、 10. 98%。 可见, 我国高水平企业管理能力的增速要

高于低水平企业管理能力的增速, 该增速结构侧面反映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内部管

理结构逐渐得以优化、 管理效率也在持续提升。

图 1　 2000—2014 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管理能力的均值变化走势

资料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经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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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给出的是采用 HS92 版本的 73 个国家 HS3 位码层面的进口需求替代弹

性, 故本文需作以下处理: 首先将样本统一转化成 HS92 年版本; 其次, 将 HS6 位码层面产品转化成 HS3 位

码产品层面与进口需求替代弹性进行对接, 同时将对这 73 个国家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取这 73 个国家 HS2 位码

层 面 的 σ 均 值 进 行 替 代。 σ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http: / / www. columbia. edu / ~dew35 / TradeElasticities / Trade
Elasticities. html。

 

本文将企业管理能力大于 1 和小于 1 的出口制造业企业分别视为高水平企业和低水平企业。



四、 模型设定与经验分析

(一) 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 即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是否有效促进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故本文构建的基准回

归模型为:
　 　 Pr(Expft = 1) = Φ(β0 + β1manageft + γΩ + ηctr + ηindu + ηreg + ηyear + εfjct)

(14)
　 　

 

lnExpsalesft = β0 + β1manageft + γΩ + ηctr + ηindu + ηreg + ηyear + εfjct
 (15)

其中, f、 j、 c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 行业 ( CIC4 位码)、 目的国和年份。
manageft 为企业管理能力, Ω 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 包括: ( 1) 企业规模 ( ln-
scale), 利用从业人员的对数来表示; (2) 企业年龄 (Age), 利用当年企业已生存

的年限来表示; (3) 融资约束 (Finance), 利用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来

表示, 该值越大意味着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压力越小; (4) 国际化程度 ( Intl),
利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表示; (5) 政府补贴力度 (Subsidy), 利

用补贴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表示; (6) 企业杠杆率 (Lev), 利用企业的

负债占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 (7) 赫芬达尔指数 (HHI), 利用年份销售收入占行

业内 (CIC4 位码) 销售额权重的平方和来测算, 以表示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8) 企业所有制, 即国有企业 (SOE) 和外资企业 (FOE), 分别利用国有资本和

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份额是否大于 0. 5 的哑变量来表示, 用来考察企业资本结构

的异质性影响。 ηindu 、 ηreg 、 ηctr 和 ηyear 分别代表行业、 地区、 目的国和年份效应,
εfjct 为随机扰动项。

式 (14) 和 (15) 分别对应的是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所构建的实

证回归方程。 式 (14) 是运用 Probit 模型就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

影响进行检验的方程, 因变量为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哑变量, 当企业一直保持

出口状态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式 (15) 检验的是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因变量选

取了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 企业利润和出口到目的国的产品数量作为企业出口的集

约边际, 其值上升意味着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扩大。
2.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回归结果。 可知, 企业管

理能力系数符号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说明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企业

出口二元边际, 即企业管理能力越强, 越会促进企业出口意愿与向出口市场扩张的

力度。 需要说明的是, 第 (4) 列是采用泊松 (Poisson) 方法检验得到的结果。 其

原因是: (1) 当被解释变量为离散型变量时, 一般采用泊松估计方法; (2) 被解

释变量是出口到目的国的产品数量, 因为该变量是随机的且样本量较大, 且检验结

果表明其均值与标准差值比较接近, 未呈现过度离散的现象; 又因为泊松估计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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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是均值和标准差相等 (即非离散分布), 因此本文选取泊松回归; (3) 被解

释变量没有 0 值, 因此也排除了零膨胀泊松估计。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是否退出出口市场 企业出口额 企业利润 产品数量

manage 　 0. 104∗∗∗ 　 0. 031∗∗∗ 　 0. 317∗∗∗ 　 0. 010∗∗∗

(17. 13) (16. 40) (62. 20) (33. 84)

lnscale 0. 196∗∗∗ 0. 048∗∗∗ 1. 009∗∗∗ 0. 042∗∗∗

(154. 41) (11. 94) (71. 44) (60. 79)

Age 0. 002∗∗∗ -0. 001 0. 003∗ -0. 000
(11. 83) ( -1. 31) (1. 71) ( -1. 02)

Finance 0. 124∗∗∗ 0. 455∗∗∗ 0. 534∗∗∗ 0. 024∗∗∗

(13. 88) (17. 04) (6. 03) (5. 63)

Intl 0. 368∗∗∗ 0. 140∗∗∗ -1. 013∗∗∗ 0. 089∗∗∗

(119. 34) (14. 27) ( -37. 66) (58. 24)

Subsidy 5. 193∗∗∗ -3. 956∗∗∗ 6. 250 -1. 552∗∗∗

(14. 47) ( -3. 81) (1. 62) ( -6. 98)

Lev 0. 037∗∗∗ 0. 121∗∗∗ -3. 300∗∗∗ 0. 025∗∗∗

(7. 95) (8. 74) ( -76. 44) (11. 81)

SOE
-0. 001 0. 174∗∗∗ -0. 098∗∗ -0. 007∗∗∗

( -0. 04) (12. 67) ( -2. 15) ( -2. 78)

FOE 0. 033∗∗∗ -0. 123∗∗∗ -0. 176∗∗∗ 0. 006∗∗∗

(9. 48) ( -11. 79) ( -5. 53) (3. 92)

HHI 18. 620∗∗∗ 21. 290∗∗∗ 536. 400∗∗∗ 14. 440∗∗∗

(8. 07) (3. 14) (23. 48) (13. 74)

目的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聚类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291∗∗∗ 9. 061∗∗∗ 3. 346∗∗∗ 1. 972∗∗∗

(35. 57) (365. 00) (38. 37) (423. 72)
N 13

 

516
 

492 13
 

516
 

492 13
 

516
 

492 13
 

516
 

492

伪 R2 0. 042 0. 073 0. 352 0. 053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年份层面的 t 值,∗ 、∗∗和
 ∗∗∗分别代表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考虑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造成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 Fan 等

(2015) [40] 的做法, 采用滞后 1 期的企业管理能力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IV) 分别

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采用 IVprobit、 IVreghdfe 和 IVpois 估计方法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

见表 3。 从第 (1) 至 (4) 列的结果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系数符号均未发生改变, 且分别通过了 Wald 检验和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及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的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从而保证了选

取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故本文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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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是否退出出口市场 企业出口额 企业利润 产品数量

manage 　 　 0. 466∗∗∗ 　 　 0. 754∗∗∗ 　 　 1. 021∗∗∗ 　 　 0. 013∗∗∗

(79. 63) (29. 24) (17. 69) (269. 09)

Wald
 

检验 2301. 080∗∗∗

K-P
 

LM 统计量 1503. 869∗∗∗ 1901. 290∗∗∗

K-P
 

Wald
 

F 统计量 1542. 306∗∗∗ 1987. 7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 行业、 地区、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聚类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138∗∗∗ 7. 566∗∗∗ 0. 731∗∗ 2. 024∗∗∗

( -43. 01) (85. 95) (2. 25) (3
 

780. 41)
N 13

 

328
 

782 13
 

313
 

062 13
 

313
 

062 13
 

328
 

782

(二) 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企业出口

表 4 报告了企业管理能力、 TFP 及其交互项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回归结
果。 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两者对企业出口二元边

际的影响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 TFP×manage 交互项的系数来看, 均显著为

负, 说明随着企业 TFP 的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效应随

之减弱, 假说 2 得以验证。

表 4　 企业管理能力、 TFP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回归结果

变量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是否退出出口市场 企业出口额 企业利润 产品数量

manage 　 　 0. 057∗∗∗ 　 　 0. 022∗∗∗ 　 　 0. 313∗∗∗ 　 　 0. 010∗∗∗

(16. 47) (6. 93) (13. 08) (7. 22)

TFP 0. 090∗∗∗ 0. 087∗∗∗ 1. 727∗∗∗ 0. 022∗∗∗

(55. 16) (16. 87) (121. 70) (21. 33)

TFP×manage -0. 010∗∗∗ -0. 009∗∗∗ -0. 078∗∗∗ -0. 001∗∗∗

( -18. 34) ( -5. 65) ( -15. 23) ( -4. 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 行业、 地区、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聚类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324∗∗∗ 8. 714∗∗∗ -3. 057∗∗∗ 1. 889∗∗∗

( -6. 23) (258. 03) ( -32. 72) (293. 51)
N 13

 

516
 

492 13
 

516
 

492 13
 

516
 

492 13
 

516
 

492

伪 R2 0. 065 0. 073 0. 473 0. 054
注: 括号内是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运行 400 次且聚类到 “企业—年份” 层面的 t 值。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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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按照技术密集度将制造业企业划分四类①来检验异质性特征下企业管理能

力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5。 从第 (1) 列的整体样本回归结

果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系数均显著为正, 而其交互项显著为负, 说明随着

企业 TFP 的提高, 企业整体的管理能力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随之减弱, 验

证了假说 3。 从第 (2) 至 (5) 列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可知: 仅中低技术密集度行

业的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及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性与整体企业回归结果一致, 而

其他列的企业管理能力系数和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综合来看, 我国制造业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多是依赖于中低技术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来推动, 这映射出我国

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出口结构存在严重失衡问题。 因此, 我国需在保证中低技术

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稳发展、 寻求进一步突破的同时, 加快低技术密集度行业中的

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 并不断激活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企业的核心动能, 以

此从结构上优化我国企业的出口能力。

表 5　 企业管理能力、 TFP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产品质量

(1) (2) (3) (4) (5)
整体平均 低技术企业 中低技术企业 中高技术企业 高技术企业

manage 　 3. 899∗∗∗ 　 -0. 360 　 6. 683∗∗∗ 　 0. 478 　 0. 292
(5. 65) ( -0. 77) (2. 59) (0. 16) (0. 23)

TFP 17. 790∗∗∗ 4. 784∗∗∗ 41. 020∗∗∗ 29. 610∗∗∗ 11. 780∗∗∗

(45. 86) (14. 37) (28. 94) (28. 01) (17. 54)

TFP×manage -0. 715∗∗∗ 0. 063 -1. 294∗∗∗ -0. 110 -0. 228
( -6. 45) (0. 81) ( -3. 20) ( -0. 25) ( -1. 2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 行业、
地区、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04. 300∗∗∗ -33. 380∗∗∗ -256. 500∗∗∗ -179. 000∗∗∗ -59. 110∗∗∗

( -41. 33) ( -15. 27) ( -25. 53) ( -23. 51) ( -16. 61)
N 13

 

532
 

212 5
 

550
 

072 2
 

146
 

690 3
 

049
 

628 2
 

770
 

099

R2 0. 225 0. 133 0. 261 0. 055 0. 114

(四) 稳健性检验②

根据上文的检验结果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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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 OECD 划分技术密集度行业标准采用的是 ISIC
 

Rev
 

3 产品协调码, 故我们需要将其与国民行业经

济分类标准 CIC2 位码进行对照转换。 按照 ISIC 分类, 低技术制造业包括: (1) 食品、 饮料和烟草 ( c3),
(2) 纺织原料与纺织制品 (c4), (3) 皮革及鞋类 ( c5), (4) 木材和软木制品 ( c6), (5) 造纸、 印刷与

出版业 (c7), (6) 其他制造业和废物回收 ( c16)。 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 (1) 石油与核燃料加工 ( c8),
(2) 橡胶和塑料制品 (c10), (3) 其他非金属矿物产品 (c11), (4) 基本金属与金属制品 ( c12)。 中高技

术制造业包括: (1)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 (c9), (2) 机械设备及其他 ( c13), (3) 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

(c15)。 高技术制造业包括: 电气、 光学设备制造 (c14)。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考察企业 TFP 的异质性影响作用, 本文借鉴 Feng 等

(2016) [41] 的做法,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 TFP×manage 交互项对核心结论加以辅证,
这样不仅能够进一步检验核心结论, 而且还能检验本文的拓展假说。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首先, 本文利用前文述及的企业组织资本指标替换企业管理能力指标重新进行

检验。 通过检验结果可知, 在未加入企业 TFP 及其交互项时, 企业组织资本的系

数符号显著为正, 说明组织资本有利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而再加入企业

TFP 及其交互项后, 企业组织资本的系数符号依然不变, 企业 TFP 系数符号也显

著为正且交互项为负, 说明随着 TFP 的提高, 企业组织资本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的促进作用随之减弱。 因此, 本文核心变量符号均未发生改变, 结论依然成立。
2. 改变 TFP 的测度方法

其次, 本文改用 Ackerberg 等 ( 2015) 的 LP 修正法 (即 LP _ACF 法) 以及

Head 和 Ries (2003) 的方法来测度企业 TFP。 通过检验结果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
企业 TFP 及其交互项指标的估计系数符号也未发生改变, 且得到了随着 TFP 的提

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效应随之减弱的结论。 因此, 本文的

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3. 样本选择检验

再次, 考虑到选择样本偏差可能造成估计结果出现偏颇, 本文利用一般贸易和

本土企业样本来进一步检验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由于本文研究目标主要是以本国企

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角度出发, 而从事一般贸易与 “两头在外, 中间在内” 的加

工贸易企业特征并不一样: 企业更多地是从事单边进出口贸易行为并缴纳一定的关

税, 还需要综合统筹分析利润和管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来选择贸易方式, 因此一般

贸易的特征与本文理论框架假设的企业出口行为比较吻合。 此外, 本土企业的贸易

行为能够真正体现出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选择本土企业作为分析目标也更能

反映我国企业的出口特征。 通过对一般贸易和本土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可知, 各系

数符号仍未发生改变, 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4. Heckman 两步法检验

 

最后, 由于本文选择的样本是具有出口行为的企业, 故有必要采用 Heckman 两

阶段法对样本进行重新估计, 以避免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 其中, 第一阶

段中, 逆米尔斯比率 (IMR) 统计量是由 Probit 模型对企业出口广延边际回归拟合得

到的, 且在 1%显著性水平检验下拒绝了样本不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原假设, 因而

有必要对样本选择性问题进行处理; 第二阶段加入第一阶段拟合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

统计量后发现, 企业管理能力和企业 TFP 及其交互项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系

数符号也未发生变化, 本文的核心结论未因样本选择问题而发生改变。
(五)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企业投入的可变成本 (VC) 和固定成本 (FC) 是影响其

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 为此, 本文采用企业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来检

验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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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本文选取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与销售额的比值作为企业可变成本的代理

变量。 由于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是由企业销售产品、 劳务报酬等经营性活动产生的成

本,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其成本费用也会增加。 表 6 中的第 (1) 至 (4) 列

是企业管理能力通过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对企业出口广延边际影响的机制检验结

果。 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显著提高了企业可变成本并降低了固定成本, 说明企业提

升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扩张是通过提高企业可变成本以及降低企业固

定成本的作用渠道来推动的。
其次, 借鉴 Feng (2017) [42] 的做法, 本文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销售额的比值作

为企业固定成本的代理变量。 第 (5) 至 (6) 列是企业管理能力通过可变成本和固

定成本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影响的机制检验结果。 可知, 企业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系

数符号亦然, 且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集约边

际的促进作用也是通过提高企业可变成本和降低固定成本的渠道来实现的。

表 6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VC FC 是否退出出口市场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5) (6)

manage 　 　 0. 009∗∗∗ 　 　 -0. 063∗∗∗ 　 　 0. 086∗∗∗ 　 　 0. 064∗∗∗ 　 　 0. 028∗∗∗ 　 　 0. 023∗∗∗

(47. 00) ( -110. 88) (18. 57) (5. 04) (14. 61) (17. 65)

VC 0. 001∗∗ 0. 387∗∗∗

(2. 25) (14. 49)

FC -0. 152∗∗∗ -0. 082∗∗∗

( -31. 27) ( -6. 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 行业、
地区、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793∗∗∗ 0. 444∗∗∗ 0. 230∗∗∗ 0. 325∗∗∗ 8. 754∗∗∗ 9. 025∗∗∗

(270. 16) (64. 90) (16. 80) (26. 63) (261. 90) (360. 78)

N 13
 

515
 

646 13
 

515
 

866 12
 

242
 

799 12
 

242
 

923 13
 

516
 

492 13
 

516
 

492

伪 R2 0. 096 0. 251 0. 048 0. 049 0. 073 0. 073

五、 进一步扩展分析

(一) 企业管理能力、 绿色 TFP 与企业出口

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和 10 月 24 日发布了 《关于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① 及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②, 其中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
 

“主战场”, 承载着减污降碳的重大责任。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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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TFP 通常更能体现企业管理能力的作用, 我们借鉴陈超凡 (2016) [43] 的方法对

我国 2004—2014 年制造业行业
 

GTFP 进行测度, 以进一步考察我国制造业 GTFP
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表 7 汇报了企业管理能力、 GTFP 及其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中, 第 (1) 列是对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结果。 从中可知, 企业管理能力和

GTFP 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交互项不显著, 说明企业管理能力和 GT-
FP 有利于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扩张, 但调节效应不明显; 第 (2) — (5) 列是对

企业集约边际的影响结果, 从中可知企业管理能力和 GTFP 也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

集约边际。 在二者的交互项中, GTFP 在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额的促进作用中

并没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 而在对企业利润和产品数量的促进作用中均表现出显

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因此可以说明, 在 “双碳” 目标和企业践行 GTFP 发展的约束

下, 企业可以在不断提升管理能力的同时, 重点改革内部重污染、 无效率的生产环

节, 降低资源约束, 着力实现企业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

表 7　 企业管理能力和行业 GTFP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是否退出出口市场 企业出口额 企业利润 产品数量

manage 　 　 0. 107∗∗∗ 　 　 0. 032∗∗∗ 　 　 0. 330∗∗∗ 　 　 0. 011∗∗∗

(11. 89) (12. 37) (49. 89) (28. 46)

GTFP 0. 000∗∗∗ 0. 007∗ 0. 089∗∗∗ 0. 002∗∗∗

(3. 76) (1. 95) (9. 31) (6. 27)

GTFP×manage
-0. 001 -0. 002 -0. 019∗∗∗ -0. 001∗∗∗

( -1. 58) ( -1. 52) ( -10. 35) ( -5. 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 行业、
地区、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聚类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180∗∗∗ 9. 091∗∗∗ 3. 615∗∗∗ 1. 966∗∗∗

(3. 33) (332. 80) (37. 64) (388. 10)
N 12

 

309
 

401 12
 

309
 

401 12
 

309
 

401 12
 

309
 

401

伪 R2 0. 061 0. 074 0. 356 0. 054

(二) 企业管理能力、 TFP 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生存分析

本文定义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为企业从进入出口市场直至退出出口市场 (中间

不存在间断) 的时间跨度, 并利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探讨企业管理能力、 TFP 和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 同时利用 Weibull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8 报告了企业管理能力、 TFP 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回归结果。 第 (1) —
(3) 列是 COX 分布模型估计结果, 第 (4) — (6) 列是利用 Weibull 分布模型进

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其中, 第 (1) 列和第 (4) 列是未控制不同固定效应

和不考虑时间依存性特征的回归结果; 第 (2) 列和第 (5) 列是控制了不同固定

效应和考虑时间依存性特征的回归结果; 第 (3) 列和第 (6) 列是加入 TFP 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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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项指标并控制不同固定效应和时间依存性特征的回归结果。 其结果显示: 企业管

理能力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至关重要, 其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 且随着

企业 TFP 的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降低效应随之增加。
此外, 从第 (2) — (3) 列引入持续时间段特定虚拟变量 ( Duration2-Dura-

tion15) 的估计结果来看①, 其估计系数随着持续时间段的延长总体呈现上升的趋

势, 这表明在出口市场中企业生存的风险率存在显著的正时间依存性特征, 即随着

出口持续时间段的延长, 企业生存的风险率呈现递增的趋势, 亦即企业出口持续时

间越长, 退出市场的可能性越大。 第 (5) — (6) 列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并

未发生改变, 说明该结论是稳键的。

表 8　 企业管理能力、 TFP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估计结果

变量
COX 检验 Weibull 检验

(1) (2) (3) (4) (5) (6)

manage 　 　 -0. 022∗∗∗ 　 　 -0. 053∗∗∗ 　 　 -0. 042∗∗∗ 　 　 　 -0. 028∗∗∗　 　 　 -0. 057∗∗∗ 　 　 　 -0. 046∗∗∗

(-36. 59) (-93. 02) (-69. 47) (-48. 09) (-100. 52) (-75. 58)

TFP -0. 014∗∗∗ -0. 015∗∗∗

(-52. 03) (-54. 11)

TFP×manage 0. 017∗∗∗ 0. 021∗∗∗

(29. 30) (36. 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目的国、 行业、
地区、 年份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常数项
-4. 528∗∗∗ -4. 992∗∗∗ -4. 949∗∗∗

(-2
 

026. 22) (-1
 

105. 09) (-1
 

079. 22)
N 13

 

532
 

212 13
 

516
 

492 13
 

516
 

492 13
 

532
 

212 13
 

516
 

492 13
 

516
 

492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制造业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是强国之本、 兴国之基。 我国制造业面临诸

多问题和挑战, 其中克服企业管理能力 “短板” 对于释放企业的动能和活力具有

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 200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企业微

观数据, 从企业内部异质性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管理能力、 TFP 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

口的影响。 主要结论有:
(1) 企业管理能力和 TFP 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和

出口产品质量; (2) 随着企业 TFP 的提升, 企业管理能力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二元边际和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随之减弱, 且在出口产品质量中表现出显著

的差异: 仅中低技术企业管理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其它类型企业并不明

显; (3) 通过机制检验发现, 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是企业管理能力作用于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渠道; (4) 绿色 TFP 也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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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文通过对企业的生存分析还发现, 企业管理能力和企业 TFP 的提升显著降

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生存的风险率, 即提高了企业生存概率, 且随着企业 TFP 的

提高, 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生存风险率的下降效应随之增加。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优化完善管理, 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 以

及推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第一, 落实对外贸易创新驱

动的战略要求, 积极开展管理变革。 应注重企业管理能力的质量跃升, 加快促进新

旧动能转换。 我国制造业以传统制造、 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为主的事实仍未改变,
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竞争力仍有较大差距。 因此我国制造业企业首先须摒弃传统

管理方式、 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 通过管理流程再造以化解冗余管理程序, 实现企

业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第二, 应统筹企业管理能力与 TFP、 绿色 TFP 的协调发

展。 结合绿色 TFP 目标, 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变革, 力求企业在通过节能减排实现

绿色发展的同时, 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手段进一步降低整体运营成

本, 以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 根据企业异质性特征, 针对

性实施我国中、 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计划。 我国中低技术密集型行

业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尚有巨大的潜力,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 “干中学” 实现管理

模式及其内涵的变革创新, 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整体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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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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